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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注意力对“两高”企业数绿
转型协同的影响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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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２１３家上市的“两高”企业面板数据，结合注意力基础观和资源编排理论探究环保注意力
对“两高”企业数绿转型协同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引入环保政策响应时间作为调节变量。研究表明，环保注意力

显著促进“两高”企业数绿转型协同，但环保政策响应时间越长，这种正向作用越弱。机制检验发现，数绿技术融合

能力在环保注意力和“两高”企业数绿转型协同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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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协同（“数绿转型协同”）是全球

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也是推动全社会转

型升级的关键路径。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数绿协同发展，强调“要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以

数字化引领绿色化，以绿色化带动数字化”。２０２４年８
月，中央网信办等十部门联合印发《数字化绿色化协同

转型发展实施指南》，为加快传统产业数绿协同转型提

供系统指引。在国家战略引导下，高污染高耗能企业

（“两高”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污染排

放的主要源头，亟需通过数绿转型协同优化生产流程，

提升能效，助力可持续发展。因此，聚焦“两高”企业，探

究其数绿转型协同的驱动因素及作用路径，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

现有研究聚焦于区域、产业层面的数绿转型协同分

析。例如，有学者研究了区域数绿转型协同对企业新质

生产力的影响［１］，以及制造业数绿协同发展水平［２］和农

业数绿协同发展的时空格局［３］。然而，在企业层面多是

单一转型路径研究，如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化转型［４］，

或绿色需求驱动数字化转型［５］，但对数绿转型协同整体

的研究仍较为缺乏。

近年来，企业内生动因对转型升级的重要性日益突

出。注意力基础观强调，管理者的有限注意力分配决定

了战略决策与组织变革方向［６］。作为企业可持续转型

的重要认知资源，环保注意力表现为管理者在战略议题

和资源配置上对环保议题的持续聚焦。已有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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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环保注意力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实践［７］。然而，

现有研究局限于绿色化单一转型视角，缺乏从企业数绿

转型协同的整体视角去系统考察环保注意力的影响效

果及作用机制。在“两高”企业背景下，环保注意力能否

及如何驱动企业数绿转型协同，仍有必要深入探讨。

此外，环保政策持续强化，成为企业绿色转型的重

要外部因素。既有文献多关注绿色信贷［８］、碳排放交

易［９］等环保政策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但鲜有研究聚

焦企业在具体政策下“响应行为”及其动态特征。尤其

是，“政策响应时间”作为企业对政策刺激的内生反应速

度，其对环保注意力与数绿转型协同之间关系的调节作

用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和理论阐释。

综上所述，本文聚焦于以下核心研究问题：（１）环保
注意力是否能促进“两高”企业数绿转型协同？其作用

机制是什么？（２）“两高”企业对环保政策的响应时间，
是否以及如何调节环保注意力对数绿转型协同的影响？

１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１１　环保注意力对“两高”企业数绿转型协同的影响
分析

注意力基础观强调，企业管理层的决策取决于其有

限注意力的配置与聚焦［６］。对“两高”企业而言，环保注

意力既体现了管理层的战略导向，也为推进数绿转型协

同提供了基础。

首先，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环保注意力高的“两高”

企业会优先将数字技术应用于绿色生产与能耗管理等

环节。管理层的环保聚焦促使企业制定绿色目标并部

署相关数字能力，通过数字技术精准监测和动态调控能

耗与排放［５］，强化其对绿色目标的赋能作用，从而推动

数字化能力与绿色绩效的协同提升。

在绿色化转型方面，环保注意力增强了企业的环境

感知与战略敏锐性。重视环保的“两高”企业倾向于将

环保理念嵌入企业战略与价值观，形成绿色文化和组织

氛围，进而在生产、运营与管理中主动减排、提升废物处

理效率，推动绿色创新［１０］，提升绿色转型的深度与广度。

更为关键的是，环保注意力在推动数字化与绿色化

双向融合、实现数绿转型协同中发挥核心纽带作用。管

理层对环保的持续聚焦，使企业在战略、技术与组织等

层面将数字工具与绿色目标协同整合，打破单一转型局

限，促进信息共享、能力协同和资源优化。研究表明，数

字化能力可为绿色创新和环境治理提供智能支撑［１１］，而

绿色导向则引领数字技术在节能减排、清洁生产等场景

中落地。由此，企业环保注意力促进数字技术与绿色创

新的深度耦合，推动数绿转型协同发展。因此，本文

提出：

Ｈ１：环保注意力对“两高”企业数绿转型协同有正
向影响作用。

１２　数绿技术融合能力的中介作用分析
为系统揭示环保注意力如何通过数绿技术融合能

力影响“两高”企业数绿转型协同，本文采用两段式逻辑

结构进行推演。

首先，基于注意力基础观，“两高”企业高管对环保

议题的聚焦不仅强化了企业对绿色转型目标的敏感度，

也促使其在绿色技术与数字技术的资源获取和能力建

设上加大投入。结合资源编排理论，这一过程可分为

“构建、捆绑、利用”３个阶段：在构建阶段，环保注意力
驱动企业优先获取绿色和数字资源［１２］；在捆绑阶段，管

理层整合两类资源，开发智能节能系统和绿色智能制造

方案［１３］；在利用阶段，企业将融合能力应用于生产与市

场，优化绿色供应链和绿色产品推广路径。因此，环保

注意力通过引导资源整合与能力创新，显著提升了企业

数绿技术融合能力。

其次，依据资源编排理论，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依

赖于对异质资源的动态整合与高效配置［１４］。数绿技术

融合能力作为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深度集成的关键能

力，不仅可以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对绿色生产和创新的

赋能，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精准达成绿色目标，还提升了

企业在复杂环境下的应变力和系统创新能力，通过数字

与绿色技术的互补赋能，企业能够在流程管理、产品开

发和供应链协同中实现创新突破，进而持续强化双转型

的协同效益。

综上，数绿技术融合能力在环保注意力与数绿转型

协同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是推动企业数绿转型协同的关

键桥梁。因此，本文提出：

Ｈ２：数绿技术融合能力在环保注意力与“两高”企
业数绿转型协同之间起中介作用。

１３　环保政策响应时间的调节作用分析
在注意力基础观框架下，企业高管及组织对环境议

题的注意力配置受限于注意力资源的稀缺性，并受到情

境因素的影响［１５］。情境化原则指出，企业注意力的有效

分配不仅依赖内部认知资源，还取决于外部政策环境及

组织的感知与响应能力。只有当外部信号被及时捕捉，

在内部形成注意力聚焦并转化为行动时，企业的组织变

革和创新能力才能充分释放［１６］。

对于“两高”企业，环保注意力推动数绿转型协同的

效果还取决于企业对外部政策情境的适应能力。具备

较高政策敏感性和响应速度的企业可迅速将政策信号

转化为战略行动，优化资源配置和技术升级，增强环保

注意力对数绿转型协同的促进作用。反之，政策响应滞

后或环境感知迟缓的企业，即便管理层高度关注环保，

受组织惯性或信息阻滞影响，注意力也难以转化为有效

决策，其正向驱动效应被削弱或延迟。

从情境化原则看，环保政策响应时间是决定“注意

力配置－行动转化”能否高效闭环的关键情境变量。快
速响应政策才能有效转化环保注意力，促进数绿转型协

同，而响应滞后则削弱其推动效应。因此，本文提出：

Ｈ３：当环保政策响应时间延长时，环保注意力对“两
高”企业数绿转型协同的正向作用会减弱。

结合上述分析，研究概念模型如图１所示。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参考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

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将高污染高耗能行业企

业定义为“两高”企业。基于国泰安数据库的行业分类并

结合企业实际经营范围，识别并筛选出“两高”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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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概念模型

数绿技术融合能力

资源编排理论

!两高企业"数绿转型协同
!"

!

#

!$ 注意力基础观

环保注意力

环保政策响应时间

!

#

在时间维度上，将２０１２年作为研究起点，既是《国
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实施之年，也是国家推动数

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选取２０１２—２０２３年间上市的
“两高”企业为研究对象，考虑到样本的完整性和有效

性，剔除在此期间无数字经济专利和绿色专利的企业，

最终确定２１３家样本企业。
数据来源包括：（１）企业环保注意力的数据来自上

市公司年报的文本数据；（２）环保政策响应时间数据来
自《政府工作报告》和国泰安数据库整理；（３）企业基本
信息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４）企业专利数据来自国
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

２２　计量模型设定
通过豪斯曼检验（Ｐ＝０００１＜００１），本文选择固定

效应模型以评估环保注意力对“两高”企业数绿转型协

同影响，构建模型如下：

ＧＤｉｔ＝α０＋α１ｑｙＥＲｉｔ＋λ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μｉ＋γｔ＋εｉｔ （１）
式（１）中，ｉ和ｔ分别代表样本企业和年份，ＧＤｉｔ表示

“两高”企业数绿转型协同，ｑｙＥＲｉｔ表示环保注意力，ｃｏｎ
ｔｒｏｌｉｔ为控制变量，μｉ和 γｔ分别代表个体和年份固定效
应，εｉｔ为误差项。

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１７］改良的逐步回归法，在式

（１）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ｉｎｔｅｒＧＤｉ，ｔ＝α０＋α１ｑｙＥＲｉ，ｔ＋λｃｏｎｔｒｉｌｉ，ｔ＋μｉ＋γｔ＋εｉ，ｔ

（２）
ＧＤｉ，ｔ＝α０＋α１ｑｙＥＲｉ，ｔ＋α２ｉｎｔｅｒＧＤｉ，ｔ＋λｃｏｎｔｒｉｌｉ，ｔ＋μｉ

＋γｔ＋εｉ，ｔ （３）
式（２）、式（３）中，ｉｎｔｅｒＧＤｉ，ｔ为中介变量。
为探究环保政策响应时间的调节作用，构建如下

模型：

ＧＤｉ，ｔ＝β０ ＋β１ｑｙＥＲｉ，ｔ＋β２ｑｙＥＲｉ，ｔ×ｄａｙｉ，ｔ＋β３ｄａｙｉ，ｔ
＋λｃｏｎｔｒｉｌｉ，ｔ＋μｉ＋γｔ＋εｉ，ｔ （４）
式（４）中，ｄａｙｉ，ｔ为调节变量，ｑｙＥＲｉ，ｔ×ｄａｙｉ，ｔ为自变量

与调节变量的交乘项。

２３　变量说明
２３１　被解释变量

企业数绿转型协同（ＧＤ）。协同理论强调系统协同
效应的发挥，其核心在于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

协调配合。依据协同理论，本文将企业数绿转型协同定

义为：企业在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过程中，数字化以技术

应用推进绿色化发展，绿色化以数字技术需求带动数字化

发展，两者协同促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基于此，选

取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测量“两高”企业数绿转型协同。

（１）指标选取
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参考陶锋等［１８］，以企业数字化

相关无形资产与无形资产总额的比值衡量数字化转型

投入；参考张瑞琛等［１９］，以企业数字经济专利申请数衡

量数字化转型产出。

在绿色化转型方面，参考肖红军等［２０］，以环保投资

占总投资的比重衡量绿色化投入；参考尹建华等［２１］及付

晨玉和杨艳琳［２２］，用环保支出占营业总收入的比重和绿

色专利获取量衡量绿色化产出。

为避免计量单位差异干扰，对企业数字化和绿色化

相关指标数据采用标准差法（Ｚ－Ｓｃｏｒｅ）作标准化处理，
排除分母为０导致有序度为０的情况。指标综合评价
体系见表１。

（２）数绿转型协同的测算
根据协同原理，将企业数绿转型协同视为复合系统

Ｓ，Ｓ＝｛Ｓ１，Ｓ２｝，Ｓ１和Ｓ２分别为“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
转型”子系统。

设Ｓ发展过程中的序参量 ｅｊ＝｛ｅｊ１，ｅｊ２，…，ｅｊｉ，…，
ｅｊｍ｝，ｍ≥１，βｊｉ≤ｅｊｉ≤αｊｉ，ｊ∈［１，ｍ］。由式（５）可知，ｕｊ
（ｅｊｉ∈［０，１］），其值越大，ｅｊｉ对相应子系统的贡献越大。
正向指标取值越大，系统有序度越高；负向指标取值越

大，有序度越低。有序度计算公式为：

ｕｊ（ｅｊｉ）＝

（ｅｊｉ－βｊｉ）
αｊｉ－βｊｉ

，ｉ∈［１，ｔ］

αｊｉ－ｅｊｉ
αｊｉ－βｊｉ

，ｉ∈［ｔ＋１，ｎ{ ］

（５）

在此基础上，采用几何平均法集成子系统指标，得

到子系统有序度：

ｕｊ（ｅｊ）＝
ｎ
Пｎｉ＝１ｕｊｅ槡 ｊｉ （６）

式（６）中，ｕｊ（ｅｊ）∈［０，１］，其值越大，对应的子系统
有序度越高。

设子系统的有序度在初始 ｔ０时期为 ｕ
ｔ０
ｊ，发展到 ｔ１

时期为ｕｔ１ｊ。通过几何平均法可得复合系统协同度：

ｃｏｒ＝θ
ｎ
｜ｎ

ｊ＝１［ｕ
ｔ１
ｊ－ｕ

ｔ０
ｊ］槡 ｜ （７）

　　θ＝

ｍｉｎ
ｊ［ｕ

ｔ１
ｊ－ｕ

ｔ０
ｊ］

｜ｍｉｎｊ［ｕ
ｔ１
ｊ－ｕ

ｔ０
ｊ］｜

（８）

式（７）、式（８）中，ｃｏｒ∈［－１，１］，其值越大，系统协同
度越高。θ反映子系统对复合系统协同度的作用方向。
２３２　解释变量

企业环保注意力（ｑｙＥＲ）。参考李亚兵等［２３］的研究

方法，对上市公司年报进行文本分析，用环保相关关键

词频次与年报总词数的比值构造环保注意力指标，衡量

“两高”企业环保注意力。其值越大，表明企业环保关注

度越高。

２３３　中介变量
数绿技术融合能力（ＩｎｔｅｒＧＤ）。“两高”企业数绿融

合能力用数绿交叉专利占比衡量，具体指绿色技术和数

字技术的专利数量占总专利数量的比例。



!"#$%&

!

!"#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总第
$#!

期#

表１　企业数绿转型综合评价体系
复合系统 　子系统 　具体指标 　　　　　计算方法 指标属性

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无形资产 数字化转型相关无形资产／总无形资产 正

数字经济专利 数字经济专利申请数 正

数绿转型协同 绿色专利获得 绿色专利获得数 正

绿色化转型
环保支出 环保相关支出／营业总收入 负

环保投资 环保相关投资／总资产 正

２３４　控制变量
借鉴现有研究，将员工数目（Ｓｔａｆｊ）、资产收益率

（ＲＯＡ）、研发强度（ＲＤ）和企业上市年龄（Ａｇｅ）作为控
制变量。其中，员工数目以员工人数取对数衡量。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２。
表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ＧＤ １７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１９２ －０７１８ －００２５ ０７９５

ｑｙＥＲ １７０８ 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２

ＩｎｔｅｒＧＤ １７０８ ００７４ ０１５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Ｓｔａｆｆ １７０８ ８３３２ １１６０ ５００４ ８２５１ １１８１４

ＲＤ １７０８ ２９７７ ２８８７ ００００ ２８６０ ４４８６０

ＲＯＡ １７０８ ００７４ ２３５０ －２０７１ ００２３１０８４００

Ａｇｅ １７０８ １４１２０ ６２１１ １００８ １４３８０ ２９１４０

３　实证结果分析
３１　基准回归分析

表３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列（１）至列（３）依次加
入控制变量和双向固定效应，列（３）结果显示的系数为
００６９，在５％水平上显著。表明环保注意力显著促进
“两高”企业数绿转型协同，验证了Ｈ１。

该结果说明，企业在有限注意力资源约束下，将认

知重点聚焦于环境议题，能够增强企业对政策压力与环

境风险的敏感性，并引导资源配置倾向数字化与绿色化

的结合［５］，从而促进跨领域的整合协同。该结论支撑了

现有关于环保注意力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发展的研究［１０］，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研究边界，揭示了环保注意

力不仅影响单一的绿色绩效指标，还能够推动数字化与

绿色化转型之间的协同效应。这表明，环保注意力作为

认知资源，不仅具有风险防范功能，还在跨领域资源整

合和战略协同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表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ＧＤ

（２）
ＧＤ

（３）
ＧＤ

ｑｙＥＲ
００５１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９

（１７３６） （２３３３） （２２４６）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个体和年份固定 否　 否　 是　

Ｎ １７０８　 １７０８　 １７０８　

Ｒ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４

　　注：、、分别代表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
为ｔ值；下同
３２　稳健性分析

（１）缩短年限。考虑到时间跨度可能带来偏差，且

２０１６年Ｇ２０峰会首次提出数字化，标志我国进入数字化
转型新时期，将研究区间缩短为２０１６—２０２３年进行检
验。表４中列（１）结果显示，环保注意力对“两高”企业
数绿转型协同的促进作用在５％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结
论可靠。

（２）替换解释变量。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年报中
绿色环保相关词频。表４列（２）结果显示，环保注意力
对“两高”企业数绿转型协同的作用在１％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表明基本结论稳健。

（３）替换被解释变量。借鉴余菲菲等［２４］的测度，以

数绿孪生转型水平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检验。如表４
列（３）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显著为正（ｂ＝０１３３，ｐ
＜００１），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４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ＧＤ

（２）
ＧＤ

（３）
ＧＤ

ｑｙＥＲ
００８５ ０１３３

（２１２８） （３９０８）

ＥＡ
００９７

（２８８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和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Ｎ １０８６　 １７０８　 １３９５　

Ｒ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６１

３３　内生性检验
为缓解潜在逆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

工具变量法（ＩＶ）。参照张座铭等［２５］的研究，选取地面

层至第三层间的逆温强度作为工具变量，其满足相关性

与外生性条件。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重新估
计，表５结果显示Ｆ统计量均大于１０，表明工具变量具
备强相关性。

表５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ｑｙＥＲ
第一阶段

ＧＤ
第二阶段

ｑｙＥＲ
０８６８

（１７１２）

ＩＶ
－０１７４

（００６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个体和年份固定 是　 是　

Ｎ １５１７　 １４６３　

Ｒ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５８

Ｗｅａｋ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Ｆ－ｓｔａｔｓｔｉｃ） １１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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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环保注意力对“两高”企业
数绿转型协同仍呈显著正向影响（ｂ＝０８６８，ｐ＜０１），
与原有结论一致，表明在缓解潜在内生性问题后，研究

结论依然稳健。

３４　异质性分析
（１）基于企业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依据《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２０１７）》将

样本划分为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由表６中列（１）与列
（２）可知，环保注意力对数绿转型协同的促进作用在大
企业中显著，而在中小企业中并不显著。其差异主要是

因为大企业具备完善的组织架构和高效的决策执行力，

依托雄厚资源优势［２６］，能将高层环保关注迅速转化为实

际行动，积极推动数绿转型协同；而中小企业受限于资

源和市场影响力，在转型过程中更关注短期生存压力，

缺乏推动数字化与绿色化深度协同转型的能力和动力。

（２）基于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
根据产权性质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

业，结果见表６中的列（３）与列（４）。结果表明，环保注
意力对数绿转型协同的促进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显著。

其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兼顾经济目标与社会责任［２７］，对

环保议题更敏感，能将环保理念有效融入战略，并借助

与政府的紧密联系和资源优势，积极推进数绿转型协

同。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受限于资源约束，社会责任

和长期战略重视不足，缺乏推动数绿转型协同的动力和

条件。

（３）基于区域的异质性分析
根据企业所在区域将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

结果见表６列（５）至列（７），环保注意力对数绿转型协同
的促进作用仅在东部地区显著。其原因在于东部地区

经济发达、产业链完善、政策环境开放［２８］，企业更易获得

资源和政策支持，具备转型优势；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基

础较弱、产业结构单一、资源和技术支持有限，企业在推

进数绿转型协同时面临更多障碍，难以发挥环保注意力

的积极作用。

表６　异质性分析

　　变量
（１）
大企业

（２）
中小企业

（３）
国有企业

（４）
非国有企业

（５）
东部

（６）
中部

（７）
西部

ｑｙＥＲ
０１０２ ００６１ ００７７ ００６１ ００９８ ００６０ ００３５

（２１２９） （１６１０） （１９６３） （１２９３） （１９１６） （０９４８） （０６２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和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８２３　 ８８５　 ９６３　 ７４５　 ８４０　 ４２９　 　４３９　

Ｒ２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５５ ００６４ ００５７ ００４４

３５　机制检验
为了探索企业数绿转型协同的机制，在模型（１）基

础上引入中介变量数绿技术融合能力（ＩｎｔｅｒＧＤ），构建
模型（２）检验其与自变量的关系，并在模型（３）中同时
引入自变量与中介变量回归因变量。模型（２）和模型
（３）结果见表７。

首先，主效应已验证环保注意力对“两高”企业数绿

转型协同的显著影响。

其次，由表７列（２）可知，环保注意力对“两高”企业
数绿技术融合能力的回归系数为００５５，在１０％水平上
显著，表明其对融合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最后，对比表７列（１）和列（３）可知，引入中介变量
后，环保注意力对“两高”企业数绿转型协同的正向影响

仍然显著（ｂ＝００８０，ｐ＜００１），说明数绿技术融合能力
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Ｈ２得到支持。

为检验中介效应，本文在改良的逐步回归法基础上

进一步检验。首先，模型（１）结果显示环保注意力对“两
高”企业数绿转型协同的影响显著（ｃ＝００６９，ｐ
＜００１）；其次，模型（２）和模型（３）结果表明环保注意
力显著促进数绿技术融合能力（ａ＝００５５，ｐ＜０１），而
数绿技术融合能力对数绿转型协同的影响亦显著为正

（ｂ＝０１８６，ｐ＜００１），其置信区间分别为（０００３，
０１１３）和（０１２９，０２４４），说明存在显著间接效应；再
者，加入中介变量后环保注意力对数绿转型协同的直接

效应仍显著（ｃ＇＝００８０，ｐ＜００１）；最后，由于ａｂ与ｃ′同

号，表明数绿技术融合能力在二者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

作用，且其作用比例ａｂ／ｃ＇＝０１２８。
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绿技术融合能力在环保注意

力与“两高”企业数绿转型协同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

用，表明环保注意力的作用并非仅依赖于管理层的战略

导向，而是通过驱动企业在数字化与绿色化技术要素上

的整合再造，形成可持续的能力基础，从而转化为实际

的转型协同效应。

与以往研究强调环保注意力对绿色绩效或环境责

任的直接影响［２５，２９］不同，本文揭示了环保注意力通过数

绿技术融合能力间接促进数绿转型协同的路径，拓展了

环保注意力在数绿转型研究的作用边界。

表７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ＧＤ

（２）
ＩｎｔｅｒＧＤ

（３）
ＧＤ

ｑｙＥＲ
００６９ ００５５ ００８０

（２２４６） （１８７０） （２６４２）

ＩｎｔｅｒＧＤ
０１８６

（６３４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和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Ｎ １７０８　 １７０８　 １７０８　

Ｒ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６５

３６　调节效应分析
以环保政策响应时间（ｄａｙ）作为调节变量。测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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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如下：每年政府工作报告均包含环保相关内容，将其

发布时间设定为政策激励产生时间点 ｔ。在此之前，统
计各上市公司调研问答纪要中环保主题占比 ｐｉ，ｉ∈（１，
ｔ），计算其均值μ和 σ标准差，反映政策出台前企业常
态环保关注水平。在ｔ时间点后，若ｐｉ首次超过μ＋σ，
该时间点定义为政策响应时间点ｔμ＋σ，即：

ｔμ＋σ＝ａｒｇｍｉｎ
ｔ
｛ｆ（ｘ）≥μ＋σ｝ （９）

则政策响应时间为：

ｄａｙ＝ｔμ＋σ－ｔ （１０）
式（１０）中，ｄａｙ值越大，表示响应时间越长。
通过构建模型（４）以检验调节效应，研究结果如表８

所示，环保政策响应时间对环保注意力与“两高”企业数

绿转型协同之间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ｂ＝－０１１６，
ｐ＜００５），验证了Ｈ３。结果表明，环保政策响应时间是
决定环保注意力能否高效转化为协同效应的重要情境

条件。对于响应及时的企业，环保注意力能够迅速通过

政策解读和战略执行转化为行动，从而强化了数绿转型

协同的效果。然而，对于响应滞后的企业，即便具备较

高的环保注意力，由于政策信号的捕捉与落实存在时

滞，注意力资源难以有效转化为组织变革和技术升级，

导致其促进作用被削弱。

与既有研究关注政策工具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影

响［８］不同，本文进一步揭示了企业对政策响应时间在

“注意力－行动转化”机制中的关键作用，扩展了政策－
企业联动的研究视角。通过对企业对政策响应速度的

考察，本文提供了更为细致的理解，表明不仅仅是政策

内容本身，企业对政策的响应速度也是转化效果的决定

性因素。

为直观展现调节作用，图２以环保注意力（ｑｙＥＲ）为
横坐标、“两高”企业数绿转型协同（ＧＤ）为纵坐标，绘制
回归拟合线。如图所示，无论响应时间长短，环保注意

力均促进数绿转型协同，两组斜率对比表明响应越快，

其促进作用越强。

表８　调节效应分析
　　变量 （４）ＧＤ

ｑｙＥＲ
００６５

（１０３９）

ｄａｙ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４）

ｑｙＥＲ×ｄａｙ
－０１１６

（－２４２１）

控制变量 是

个体和年份固定 是

Ｎ 　１７０８　

Ｒ２ ００３０

４　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４１　研究结论

“两高”企业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其绿色化与

数字化的协同转型不仅是国家绿色发展与数字化战略

的微观体现，也关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本文结合

注意力基础观和资源编排理论，探究环保注意力对“两

高”企业数绿转型协同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通过实

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图
!

调节效应

!
"

#$%#&' ()*+

,-.&' ()/+

0120

0134

0132

0135

0136

0130

0154

0152

0155

0156

0150

,-.&' 78)

#$%#&' 78)

（１）在企业层面系统量化了“两高”企业的数绿转
型协同水平，并验证了环保注意力对数绿转型协同的显

著促进作用。这不仅填补了现有研究在企业数绿转型

协同定量分析上的不足，也验证了注意力基础观中“有

限注意力影响战略行为”的理论主张。异质性分析表

明，环保注意力的正向效应在国有企业、大企业和东部

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揭示了资源禀赋、政策敏感性和

创新环境对环保注意力效应的关键作用，深化了注意力

基础观在不同企业类型和区域情境下的适用性，突出资

源配置与战略行为之间的互动。此研究不仅验证了有限

注意力对战略行为的影响，还揭示了环保注意力如何通过

跨领域资源配置促进企业双转型的协同效应，拓宽了注意

力基础观在环境治理与数字化战略交叉情境中的应用。

（２）创新性地揭示了环保注意力通过数绿技术融合
能力驱动企业协同转型的内在机制。以往研究多集中

于外部政策和资源要素对企业绿色化的影响，而本文从

注意力配置的角度，阐述了环保注意力如何通过提升企

业的数绿技术融合能力，推动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创

新。本文不仅丰富了数绿转型协同的前因变量，还扩展

了资源编排理论在“双转型协同”场景下的应用，推动了

跨领域资源整合的理论研究。实证发现，环保注意力能

够整合数字化与绿色化两类资源，提出了“认知资源 －
技术融合－转型协同”的中介链条，填补了资源编排理
论在跨领域资源整合方面的不足，提升了该理论在“双

转型协同”情境下的解释力。

（３）揭示了环保政策响应时间对环保注意力作用效
果的负向调节作用。本文填补了现有文献对企业动态

响应行为研究的不足，突出了政策环境作为外部情境变

量对企业认知资源配置和转型效果的影响。该结论扩

展了“政策－企业”联动的研究视角，揭示了政策响应时
间在认知资源转化为数绿转型协同绩效中的调节机制，

为理解政策实施与企业双转型协同的动态联动提供了

新的视角，推动了政策研究领域的深入发展。

４２　管理启示
首先，研究结论表明环保注意力是推动“两高”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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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绿转型协同的关键驱动力。企业高层管理者需要率

先将环保纳入战略决策，并嵌入公司治理体系，发挥战

略引领作用；中层管理者应强化跨部门协调，确保环保

与数字化目标在组织内部的协同落地；基层员工则需通

过培训与实践，将环保意识转化为具体行动，实现全员

参与的协同推进。以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该企

业通过高层战略引导与全员参与，生产绿色产品并助力

产业降碳，成为行业数绿转型协同的典型案例。

其次，结论揭示环保注意力能够通过数绿技术融合

能力促进协同转型。因此，“两高”企业需持续提升数绿

技术融合水平，将数字化与绿色化能力深度嵌入决策与

流程。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的实践表明，该企业通过

构建采矿－选矿 －冶炼 －物流 －环保的全流程数字化
平台，实现生产与能耗数据的实时打通，并结合物联传

感、边缘计算与数字孪生开展智能调度，不仅提升了资

源回收率和能源利用效率，也显著降低了能源消耗和环

境污染。该企业实践印证了数绿技术融合能力在推动

企业实现“双提升、双下降”中的关键作用。

再次，研究发现政策响应的及时性对企业转型效果

至关重要。因此，“两高”企业应建立高效灵活的政策响

应机制，快速捕捉政策机遇并及时调整战略。天津大沽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即以《“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

工作方案》为契机，迅速推进“无废工厂”建设，实现了经

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展现了政策快速响应的现实价值。

此外，“两高”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因资源禀赋与区域

环境差异，制定差异化的数绿协同策略显得尤为必要。

国有企业如宝山钢铁凭借资源与政策优势，将绿色战略

深度嵌入企业治理，通过强化环保注意力与全员协同，

推动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大型企业需要发挥行业引

领作用，推动绿色技术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以提升行

业整体水平；中小企业则有必要依托政策扶持与行业联

盟，降低转型成本并增强绿色技术应用。区域层面，东

部企业在数绿协同创新中具备引领条件，而中西部企业

则需要加强基础能力建设，依托外部创新资源与政策支

持，逐步完善转型支撑体系。

４３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政府在推动“两高”企业数绿转

型协同过程中，需要在政策设计与实施上更加精准发

力，从而有效放大环保注意力的正向作用，强化数绿技

术融合能力，并缩短政策响应时间。

首先，加强差异化政策支持，突出资源禀赋与区域

环境差异。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因企制宜、因地施策，

对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给予更多创新示范支持，引导其

在行业内发挥带动效应；同时加大对中小企业及中西部

地区企业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绿色信贷扶持力度，

帮助其弥补资源与环境方面的不足，降低数绿转型成

本，促进区域间的均衡发展。

其次，健全政策响应机制，缩短“两高”企业政策响

应时间。政府应优化政策发布和传导机制，确保政策信

息快速、透明传递至企业层面；同时简化政策申请与审

批流程，建立面向“两高”企业的绿色政策响应与信息服

务平台，使企业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调整战略与实施路

径，从而充分释放政策效能。

最后，强化数绿技术融合能力建设，发挥政策的引

导作用。政府在政策设计上应聚焦“数绿”技术交叉领

域，鼓励企业在智能制造、节能减排、循环利用等方向加

大投入。通过财政激励和产业引导，推动跨行业的技术

合作与联合攻关，加速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的深度融

合，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

４４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文仍有不足：首先，受数据可得性限制，仅选取上

市“两高”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未涵盖非上市企业，影响

结果普适性。其次，用调研问答纪要衡量政策响应时

间，虽然操作便利，但可能与实际响应天数存在偏差，从

而影响测度精度。最后，鉴于“两高”企业的数绿转型协

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虽对其数字化和绿色化

水平进行了量化分析，但未深入探讨转型过程的阶段划

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其动态过程的全面理解。

在后续研究中，首先，可以通过问卷调研获取未上

市“两高”企业数据，以验证结论的适用性并研究结果的

可靠性。其次，采用多元方法和技术手段，构建更精准

的环保政策响应时间测度体系，提高评估的科学性与准

确性。最后，可以结合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企业数绿转型

协同的阶段过程，探讨环保注意力在不同阶段的作用差

异，为企业转型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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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刁海璨，张延群．碳排放交易、基础研究与实质性绿色创新［Ｊ］．
经济管理，２０２５，４７（７）：１０７－１２４．

［１０］ＡｂｂａｓＪ，ＫｈａｎＳＭ．Ｇｒｅ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ｅｅ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ｅｅｎ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２０２３，２７（７）：１８５２－１８７０．

［１１］方丽婷，张冠兰，李坤明．数字化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Ｊ］．中国管理科学，２０２３，３１（１２）：３５０－３６０．

［１２］ＮａｋａｎｄａｌａＤ，ＹａｎｇＲＣ，ＥｌｉａｓＡ，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ａ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ｏｎＴｈｅｉ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ｅａｎ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２４，４７４：

１４３５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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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付晨玉，杨艳琳．［１３］Ｔｏｒｒｅｓ－ＴｒｅｖｉｏＬ，Ｅｓｃａｍｉｌｌａ－ＳａｌａｚａｒＩ，Ｇｏｎｚáｌｅｚ－ＯｒｔíｚＢ．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ａＧｒｅｅ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Ｊ］．Ｅｘ
ｐｅ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２４，２４３：１２２８７６．

［１４］ＳｉｒｍｏｎＤＧ，ＨｉｔｔＭＡ，ＩｒｅｌａｎｄＲＤ，ｅｔ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Ｏｒｃｈ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Ｃｒｅａｔ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Ｂｒｅａｄｔｈ，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１，３７（５）：１３９０－１４１２．

［１５］ＢｒｉｅｌｍａｉｅｒＣ，ＦｒｉｅｓｌＭ．Ｔｈ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

ＢａｓｅｄＶｉｅｗ：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ＴｏｗａｒｄｓＳｉｔｕａｔｅｄ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２３，２５（１）：９９－１２９．

［１６］杜江，龚新蜀．能效“领跑者”制度与企业绿色创新———政府生
态环境注意力及高管环保经历的调节作用［Ｊ］．科技进步与对
策，２０２４，４１（４）：１４１－１５０．

［１７］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Ｊ］．心理科
学进展，２０１４，２２（５）：７３１－７４５．

［１８］陶锋，王欣然，徐扬，等．数字化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企
业生产率［Ｊ］．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２３（５）：１１８－１３６．

［１９］张瑞琛，唐慧，周国琛．城市数智化转型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
响———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为准自然实验

［Ｊ］．经济问题，２０２５（４）：４９－５８．
［２０］肖红军，阳镇，凌鸿程．企业社会责任具有绿色创新效应吗

［Ｊ］．经济学动态，２０２２（８）：１１７－１３２．
［２１］尹建华，王森，弓丽栋．重污染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关系

研究：企业特征与环境信息披露的联合调节效应［Ｊ］．科研管
理，２０２０，４１（５）：２０２－２１２．

数字赋能与“两高”业企业绿色转型———基于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的分析［Ｊ］．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２５，
４６（３）：９４－１１１．

［２３］李亚兵，夏月，赵振．高管绿色认知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绩效的
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Ｊ］．科技进步与对策，
２０２３，４０（７）：１１３－１２３．

［２４］余菲菲，毛佳怡，蒋庆．企业数绿转型协同度对可持续发展绩
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地方低碳政策的调节效应分析

［Ｊ］．科研管理，２０２４，４５（１１）：８９－９８．
［２５］张座铭，王超，姜博胧，等．高管环保注意力与企业 ＥＳＧ绩

效———基于中国Ａ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Ｊ］．软科学，２０２５，
３９（５）：１０９－１１６．

［２６］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ＤＢ，ＡｒｏｎｉｃａＭ，ＢｅｌｉｔｓｋｉＭ，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ｉｄａ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ｏｏｌｓｏｎＦｉｒｍ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ＣＯＶＩＤ－１９Ｐａｎｄｅｍｉｃ［Ｊ］．Ｓｍａｌ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２５：
１－２４．

［２７］ＤｅＰｉｌｌａＬＨＬ，ＰｅｃｉＡ，ＬｅｉｔｅＲＯ．Ｉｓ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ａＳｏｃｉａｌｌｙＲｅｓｐｏｎ
ｓｉｂｌｅ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
２０２４：１－２１．

［２８］赵佳丽，吴榕．数字产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
影响研究［Ｊ］．管理学刊，２０２４，３７（５）：１１３－１２７．

［２９］熊国保，黄雅倩，肖风，等．企业环境责任感知对员工绿色创新
行为的影响［Ｊ］．软科学，２０２５，３９（８）：６９－７６．

（责任编辑：秦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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